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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塔为媒动态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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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２．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要］“民族团结盟誓塔”是我国民族地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民族关

系调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云南西盟“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田野研究，从传播学的

理论视角切入，考察“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一种媒介（或中介）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

态实践过程。 “民族团结盟誓塔”经历了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作为实物传播的“垒

石成塔”、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等三个传播过程。 与之相关的实物传播、历史传承、
建筑媒介、由誓及塔等媒介形态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理论意义，且能与西方媒介学相关理论

进行对话，进而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实践的理论价值。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动态传播

实践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在于，以塔为媒“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塔以载

道“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塔盟誓“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样的理论表达

对于激活我国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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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

主线。 虽然 ２０１４ 年起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提法在学界日渐兴起，不过，云南阿佤人

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践却始于

更早之前。 本文从阿佤山“民族团结盟誓塔”案
例的经验材料入手，围绕“民族团结盟誓塔”所
表现出来的媒介特征，分析经由“民族团结盟誓

塔”形成的动态传播过程，进而对“民族团结盟

誓塔”展开传播学思考。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

县（以下简称“西盟”）佛殿山垭口的大草地上举

行了“阿（佧）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

会”，赴京参加新中国国庆一周年观礼并出席普

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拉勐、李保

等人，与西盟当地的各部落头人、进步人士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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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众代表共 ３０００ 多人参加大会，史称“三千

人大会”。 与会人员在这块大草地上举行了泡

水酒、剽牛、盟誓活动，参加会议的各民族头人、
进步人士和县、区领导每人抬了一块石头摞在

一起，大家摞起来的石头，形成了石塔，后被称

为“民族团结盟誓塔”。①如今，在距离西盟老县

城勐卡镇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新建的“民族

团结盟誓塔”，紧挨着“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还有

西盟佛殿山佛房遗址、革命烈士陵园、佤山天

池。 七十多年来，“民族团结盟誓塔”经历风雨

沧桑、几多变幻，现已成为阿佤山各族人民团结

进步的象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民族问

题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西盟并存着保甲制、土司制

及部落头人制政权，各有势力范围，其中佤族部

落头人制的区域最大。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

关系等种种原因，西盟佤族“与其他民族的联系

交往较少，社会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从人类社

会发展的进程看，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

过渡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

低下”。［１］１ － ２随后，党和政府从西盟实际情况出

发，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发放救济物资、
疏通民族关系、调解民族纠纷，不搞土地改革，
没有划分阶级，培养民族干部，引导西盟“直接

从原始社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

“一步跨千年”的历史飞跃。 在笔者看来，“民族

团结盟誓塔”是西盟阿佤山各族人民从原始社

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感
恩中国共产党的最为直接的表征。

近年，社会各界关于“民族团结盟誓塔”的

研究与讨论呈现持续升温的态势，党史、文学、
媒体等领域对“民族团结盟誓塔”多有关注，政
府官员、文人墨客、新闻记者对“民族团结盟誓

塔”的相关讨论较多，相应的政策话语、文学话

语、媒体话语较为丰富，其关注大多散见于文化

史料、诗词歌赋及新闻报道等。②相较而言，关于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基于

学理层面的讨论尚显薄弱。 并且，既往的相关

讨论，更多地是基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特

定意义来进行的，过多地关注于“民族团结盟誓

塔”的表征意义，忽略作为媒介（或中介）的“盟
誓塔”本身的意义，从而看不到其作为一种媒介

（或中介）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态实践过

程。 这正是本文欲对其进行传播学阐释的主要

考量。 据此，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做出如下追

问：“民族团结盟誓塔”从建立到当下的发展变

化过程，到底具有怎样的传播学意义？ 围绕这

一中国本土媒介实践的个案探讨，对于深入认

识、理解中国某个少数民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

共同体，以及这一特定个案作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何现实启示？

图 １　 “民族团结盟誓塔”位置关系图（２０２１）③

一、作为媒介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及其传

播过程考察

（一）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
盟誓在我国佤族聚居区（以西盟与沧源为

中心）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 据史料记载，
明末将领李定国与佤族、傣族盟誓：佤、汉、傣三

家要信守盟约、精诚团结、世代相好，有违盟者

要罚交出“龙首之马三匹，金角之牛三头”。［２］５５

清代曾被封任西盟、勐梭土司的李通明，对佤

族、拉祜族聚居的西盟山，采取了政教合一的统

治方式，为了和佤族窝朗头人搞好合作关系，有
利于巩固统治，他先后和佤族各部落头人在佛

殿山歃血为盟，订立盟约。［３］１９６１９３４ 年 ５ 月，李
希哲和胡玉山共同商议，决定派副官张万美、军
务官李仕相率队到公明山驻守。 到达指定地点

后，他们召集叶烈、甘塞、官仲、塔田、绍兴（今缅

甸佤邦境内）、班老、班洪等 １５ 个佤族部落头人

及代表，剽牛盟誓，表示团结联合抗击英军。④

盟誓由“盟”和“誓”两部分组成。 “盟”，
《说文解字》云：“《周礼》曰：国有疑则盟，诸侯

再相与会，十二岁一盟。 北面诏天之司慎、司
命。 盟，杀牲歃血，朱盘玉敦，以立牛耳，从明从

血”；［４］１４１“誓”，《说文解字》云：“誓，约束也，从
言折声”。［４］５２“盟”“誓”连用，即用言语起誓，通
常以神灵、性命、人格、具体物件立下誓言，进而

形成约束行为。 但“盟”与“誓”并不相同，《礼
记》中记载：“约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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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言辞相约束以为信也。 盟者，杀牲歃血，誓于

神也”，［５］１４０“誓是当着神灵及众人的面许下的

承诺，它往往带有某种绝对命令的味道，多用于

表示个人决心。 盟则在仪式上更加隆重，它要

用牲，即歃血之誓，多用于诸侯之间的缔约”。［６］

“誓”从言，“言”从口，从盟誓的基本特征及表

现形式观之，盟誓是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口头

传播活动，通过“言”带动“行”，通过“行”促进

“言”，实现“言” “行”互补。 简而言之，盟誓作

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口语形式，以面对面的方式，
通俗易懂地传达信息、传播观念、传递思想，并
对人的行为形成约束。 据有关学者考证，佤族

剽牛盟誓誓词一般有“对天发誓” “天打雷劈”
“断子绝孙”等词句，盟誓之后，佤族会恪守誓

词，外化为遵守行为。［７］

“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高

潮是 ３０００ 多人在石塔前庄严宣誓：“佤山各族

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永
远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

党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８］ 佤山盟誓以口语

作为媒介，借助地方方言及形体与体态语进行

信息的传播和感情的传递，在大会召开过程中，
以极大的感染力将在场的各民族同胞拢在一

起。 其实早在正式盟誓之前，佤族头人拉勐就

对在场的人说：“只要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跟
着毛主席共产党走，阿佤山人民就一定能够过

上好日子，藤子拴着的葫芦（电灯）会像太阳一

样地发光，钱多得像树叶一样”，［９］８类似的口语

表达带动了与会群众的情绪，推动“民族团结盟

誓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成，盟誓行为

也得以尽快发生。 口头传播以其零距离的优

势、喜闻乐见的形式、别具特色的风格成为人类

社会早期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 长期的封闭严

重延阻了西盟佤族的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西盟佤族仍处在结绳记事、掐草计数、树叶信、
鸡毛信的原始信息传播状态，在大众传播媒介

尚未普及之前，相较其他信息传播方式，口语仍

然是阿佤人民重要的媒介之一。 佤山盟誓很好

地体现了口头传播的特点与特色，而且与平常

的口头传播活动不同的是，“歃血盟誓”是通过

号召参会人员立言来约束各自的行为。
（二）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
自古以来，阿佤人民就有“实物记事”的传

统，“佤族没有文字，他们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

说：最初，佤族和汉族同时得到了文字。 汉族的

祖先把文字写在纸上，因而能流传下来。 佤族

的祖先把文字写在了牛皮上，后来肚子饿了，那
张写着字的牛皮便被吃掉了，因此佤族没有文

字，之后，他们在遇到需要记载和表达时，就只

能用木刻和实物”，［１０］２１７至于重大事件、重大活

动、重大节日的记录，石头经常被用作记事的工

具。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底，云南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

民族代表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要用“佤族理”
的“喝咒水”“剽牛”仪式来表达各民族团结一心

跟党走的意愿，拉勐不仅给予积极支持，还提议

要用大石头把“咒语”（誓词）镌刻在上面，［１１］２２３

表示各民族团结一家，永不变心，此举得到大家

一致赞同。 时至今日，西盟佤山仍然保留着对

石头记事的偏爱与喜好，如今走进西盟县城，依
然可以看到“西盟公约”“共产党怎样说，阿佤人

民怎样做”“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为畏缩”
等大量石刻景观。

当然，石头作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工具，
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佤族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

发展进程中，石头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石头作为记载信息的工具却不经常被人提

及，金石学者对石刻碑碣饶有兴趣，但多止步于

著录考证、证经补史，专门将石头视为媒介的研

究少之又少。 ２０ 世纪中期，伊尼斯（Ｈａｒｏｌｄ Ａｄ⁃
ａｍｓ Ｉｎｎｉｓ）对石头的媒介属性展开过十分具体

的讨论，指出“石头是艺术家和文化表达的永恒

媒介”，［１２］１３８作为媒介的石头逐步进入传播研究

的领地。 麦克卢汉（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研究也发

现“字母表刻在黏土或石头上是一回事，书写在

莎草纸上又是另一回事”，［１３］１９５石头的媒介属性

也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体现，其媒介功能不断

彰显。 德布雷（Ｒé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更是直截了当地

讲，“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等记录和储

存的物理载体” ［１４］３８也可视为媒介。 从伊尼斯、
麦克卢汉及德布雷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来看，石
头作为载体记录事迹是石头成为媒介的重要证

据，甚至可以确定地讲，将石头视为媒介的讨论

在学理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石塔是塔的一种常见类型，用石头建塔，可

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整个塔体完全由石头雕刻

或砌筑而成，二是配合其他材料，石头多用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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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塔基和塔座”。［１５］１９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佤族代

表拉勐、拉祜族代表李保（因其来自西盟“力所”
乡，误填为“傈僳”族）等人并未选择使用“刻石

记事”的方式记录阿佤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要会议，而是通过更为简单的“栽石头”
的方式，每人拾一块石头，放在一起、摞在一起、
垒在一起，共同建成了一座石砌的“民族团结盟

誓塔”。 “栽石头是表示我们与佤族团结友好，
佤山各民族、各部落间也要团结友好，谁以后若

背约， 就 惩 以 与 所 栽 石 头 等 重 的 黄 金、 白

银。” ［１１］６４在“垒石成塔”过程中，石头具有媒介

意涵，“民族团结盟誓塔”也具有媒介意涵。 至

于将塔视为媒介的讨论，伊尼斯直言不讳“金字

塔也是一种媒介”，［１２］７７ 彼得斯 （ Ｊｏｈ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Ｐｅｔｅｒｓ）亦有言“塔楼总能确定和宣布一个点，随
后所有其他事情都得围绕这一点运转” ［１６］２５２。
“垒石成塔”不仅是坚硬的原材料“石头”变成

牢固的成品“石塔”的过程，也是“民族团结盟誓

塔”的媒介化过程，“石头”与“石塔”作为具体

的实物媒介，协同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实

物传播过程，传递着“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

卫国大会”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与价值精神。
（三）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参加“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

家卫国大会”的人员每人拿一块石头，放在一

起，垒成石塔，形成“垒石盟誓塔”，大约一米多

高，接近成年人腰部位置。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流窜至

缅甸的 ２００ 多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了上千

名地霸武装攻陷了当时的西盟区政府，国民党

残余势力还对盟誓塔进行了破坏，试图抹掉各

民族团结一心跟共产党走的历史证物。 “文化

大革命”期间，盟誓塔屡遭破坏。 １９８０ 年代以

后，西盟县按照文物保护办法及相关史料，修复

了盟誓塔，垒成了一座长 ５ 米、宽 ４ 米、高 ３ 米、３
层结构的石塔，并作为云南省级文物重点保护

单位佛殿山三佛祖佛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保存

下来。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西盟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原

遗址附近复建盟誓塔，新建的盟誓塔成为新时

代阿佤山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信念之塔。⑤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８０ 年代建成的“民族团结盟誓塔”
相比，除建塔的具体方式略有不同外，２０２１ 年新

垒成的塔塔身鲜明刻有“民族团结盟誓塔”的红

色字样，醒目耀眼的汉文字是用现代化的刻字

机刻成的。
既然已经有“塔”作证，为何还要立“字”为

据？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 前人所

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１７］１２４ － １２５从中国古人的

相关表述来看，文字可以成为保存、传达和记忆

历史文化的一种媒介。 西盟县佤族文化研究会

会长岩峰对本文作者这样解释道：“以前的盟誓

塔都没有文字，更多是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之

物而存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垒石

盟誓的精神，标记那段历史，增加盟誓塔的辨识

度，所以刻了文字。”⑥２０２１ 年，在新建的“民族

团结盟誓塔”左上侧立有石头，石头上刻有“民
族团结誓词”的字样，“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

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

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

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此誓”。 “民族团结盟誓

塔”右上侧立有石头，石头上刻有“盟誓塔誓词”
的字样，“我们佤山各族人民，要像垒起的石头

紧紧凝在一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

党走，共产党怎样说，阿佤人民怎样做，一心一

意，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此誓”。 “民族团结盟

誓塔”七个鲜艳醒目的红色文字镌刻于塔身，与
“民族团结誓词”“盟誓塔誓词”等文字内容共同

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文字传播过程，标明

了盟誓行为，打破了空间限制，使盟誓精神传至

远方。
二、“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学阐释

（一）实物传播：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的过

渡地带

从人类传播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

为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等

前后相连的四个阶段。 据传统新闻传播史考

证，从口语产生至文字发明的漫长历史时期，人
类传播活动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口头传统，这一

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就是语言。 口头传播有着

十分明显的优点，方便简单，通俗易懂，直接明

了。 口头传播的缺点也很明显，受时间和空间

限制，转瞬即逝，保存性差。 随着人类社会向前

发展，生产生活内容日渐丰富，信息传播活动更

加频繁，口头传播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人类不得

不寻找新的方式传递信息，文字及书写材料相

继出现，使得人类传播进入文字传播时代。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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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伊尼斯、施拉姆、麦克卢汉和国内学者

黄旦、郭庆光、李彬的相关研究来看，人类传播

从口头传播转向文字传播，似乎是不言自明且

毋庸置疑的，那么，口语传播与文字传播之间是

否存在一个中间地带？
就本文的传播旅行而言，“民族团结盟誓

塔”先后经历了“歃血盟誓” “垒石成塔” “勒字

于塔”三个传播过程，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

誓”并未直接转向作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
而是经历了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 更进

一步讲，作为口头传播的“歃血盟誓”过程与作

为文字传播的“勒字于塔”过程之间存在一个过

渡性区域———作为实物传播的“垒石成塔”。 换

言之，口头传播转向文字传播，其间经历了实物

传播的阶段。 所谓实物传播，是指在口语出现

之后、文字尚未到来之前，人类通过具体的实物

来实现信息传播的过程。 实物传播［１８］在学界并

非没有讨论过，而是说，在既往的学术讨论中，
不少学者直接把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口头传

播推向文字传播，缺少对实物传播的充分讨论，
为数不多的实物传播研究，仅仅停留在研究概

述、概念辨析及理论思辨层面，缺乏实证研究。
“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为我们重新理解人类传

播的历史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线索，以石头及

石塔为代表的实物是人类传播活动史上口头传

播通向文字传播的基本形态。 这也表明，在人

类社会早期，在口头传播至文字传播之间还存

在着一片宽阔的过渡地带———实物传播阶段，
即用实物作为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这样的传

播形态及传播实践，在人类传播史上同样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建筑媒介：物质实存与精神赓续的交

汇空间

石头曾经一度是阿佤山生产生活中十分坚

硬的物质。 如前所述，原材料“石头”及成品“民
族团结盟誓塔”均属于传播研究领域的媒介。
阿佤人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栽石头”
的媒介化形式，意图通过石头及石塔的不朽来

表明“团结一心永远跟党走，海枯石烂心永不

变”的信心和决心。 “民族团结盟誓塔”作为一

种特定类型的建筑媒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信息，承载着民族团结的优秀传统文化。 人

们通过他们所创造和存储的东西来进行更新换

代，这些“纪念性物质通过代与代之间的对话重

新编织了事物间的所属关系”，建立成纪念性建

筑物，“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
产生某个地方，使其得以延续”。［１４］２７ － ２８ 阿佤人

民以传统而有效的传播方式，以“民族团结盟誓

塔”作为最佳传播载体，传递“团结一心跟党走”
的精神密码，坚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想信

念，并将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

的周围。
在本文的讨论中，“民族团结盟誓塔”不再

只是历史的物质实存，其附着的“盟誓精神”已

经内化成为西盟佤山各族人民的情感依附、精
神力量及共同追求，经由媒介化过程，“民族团

结盟誓塔”的传播属性从物质实存转向精神赓

续，“对塔盟誓”的传播活动亦构筑起物质实存

与精神赓续的交汇空间。 如今，每年农历正月

初九，西盟及周边澜沧、孟连的群众都会自发地

在这里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抚今追昔，遥忆当

年。 每逢重大节日，西盟还会在这里组织爱国

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重温佤山盟

誓的誓言，去纪念一个伟大的时刻。 因此，“民
族团结盟誓塔”不仅是阿佤山各民族团结进步

的历史物证，因其丰富的“纪念碑性” ［１９］，承担

保存记忆、构造历史、连接彼此的功能，亦成为

阿佤山各族人民共同构建的精神家园。
（三）历史传承：思想观念与具体行动的实

践转向

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基于传播行为

与整个社会进程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传播“三功

能说”，“１． 守望环境；２． 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应

环境；３． 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２０］３７ 区别于拉

斯韦尔对传播及媒介的“效果研究”，德布雷的

媒介传承论似乎对本文更有理论借鉴意义。 媒

介学源于人类学，意在关注人类文明延续的物

质和社会条件，德布雷是从思想、观念向力量、
行动转换的角度来讨论“传播与传承”的，并将

传播看作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

中的片断”， “而这个广泛的集合体” 称之为

传承。［１４］５

沿着德布雷的媒介理论轨迹，“歃血盟誓”
“垒石成塔”“勒字于塔”分别是特定的、具体的

传播节点，而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形成“歃血

盟誓”“垒石成塔”“勒字于塔”的传播链条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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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过程，则构成了“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传

承。 并且，结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云南思普大

地的民族关系史来看，“民族团结盟誓塔”将“西
盟”与“宁洱”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加以连接，形
成历史与文化的网络，也将新中国的历史遗存

与现代社会发展成果加以连接，形成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当年参加“阿佤山区各

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人大多已经老去、离
去，但佤山盟誓的精神却一直伴随“民族团结盟

誓塔”得以流传至今。 “民族团结盟誓塔”秉持

追求永恒的意志，目的在于勾连过往、保存记忆

的同时，使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代代相传、传之

久远、绵延不息。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传

承，不仅仅在于那时那地的人、物、信息的流动，
其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经由“民族团结

盟誓塔”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推动阿佤人民以言

促行，以行践言，将“团结一致，一心一意跟党

走”的思想观念不断转化为“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行动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阿
佤山各族人民共同信守“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

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２１］ 的诺言，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把崇高的信仰转化为奋进

动力，不断把坚定的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不断

把盟誓的精神转化为实际举措。
（四）由誓及塔：寻求新的时空平衡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新建的“民族团结盟誓塔”因
刻有文字，与书籍、杂志、报纸等媒介类似，倚重

文字、图像和人的视觉，其传播是书面偏向的。
自此之后，不停有各族群众来到大草地“对塔盟

誓”，每一次宣读誓词的过程，口头传播与书面

传播都会相遇在一起，“对塔盟誓”的传播实践

能够实现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的瞬间耦合，这
也意味着，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并不是完全对

立的，尽管传播及媒介偏向不同，在历史的某一

时刻，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仍能实现短暂平

衡。⑦不过放眼历史，“对塔盟誓”的次数毕竟是

屈指可数的，偏向时间的“盟誓”媒介与偏向空

间的“盟誓塔（刻字）”媒介的相遇形成的时空

平衡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西盟民族团结之歌《盟誓》

ＭＶ 正式上线，围绕“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历史

情境、盟誓场景及时代愿景均得到艺术化再现，

并在互联网平台上广泛传播。 “新媒介” （互联

网、ＭＶ） 与 “旧媒介” （文字、誓言）、 “旧旧媒

介” ［１６］３（石头、石塔）有机结合与叠加，不同类

型的媒介形式得到不同程度地呈现，“民族团结

盟誓塔”的传播方式因此也变得更加多样。 在

特定的时刻，“歃血盟誓” “垒石成塔”分别以极

具感染力的、稳固的传播方式让盟誓精神永久

流传，展现出历史性特征，“勒字于塔”以相对正

式书面的传播方式使盟誓事件在空间上流布，
展现出共时性特征，而互联网平台及其应用则

以全天候、永久性、无边界的方式，推动塔以传

文、文以载道，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
一言蔽之，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介入，改变

了传统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传播模式，新旧

媒介的奇妙相遇，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

的媒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单一偏向的媒介选

择已经难觅踪迹。 媒介迭代更新了人类社会的

传播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能在空间上

无限扩散，也能在时间上经久不灭，“时间与空

间二者较之旧媒介更为均衡” ［２２］。 这样看来，
互联网媒介的出现，使得倚重时间的媒介与倚

重空间的媒介得以跨越传播的边界，实现新的

时空平衡。
三、“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动态传播实践之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一）以塔为媒：“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盟佤族地区的民族关

系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很深。 这表现在佤族、拉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与汉族之间，也表现在佤族村寨特别是仇家村

寨之间，使佤族内部与其他民族间的纠纷和械

斗经常发生”。［１］４７１９５０ 年 ８ 月，澜沧县委、县人

民政府派解放前先后担任西盟区区长的张石

庵、张鸿兴等在阿佤山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前往

西盟动员佤族头人赴京参加新中国建立后的第

一个国庆观礼。 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动员

了拉勐、李保、麻哈允、岩汞、岩火龙、岩岛等六

人，有的还不是头人。 拉勐同意赴京的三个条

件分别是交换人质、提供土布盐巴、与刘有兴同

行。［２３］１４１在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背景下，作为媒

介的 “民族团结盟誓塔” 建成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
德布雷提出，“媒介并不指媒体或介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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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

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２４］１７

“民族团结盟誓塔”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体”。
一方面，作为静态的传播媒介，“民族团结盟誓

塔”连接起“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

会”在场的各族群众，使他们及他们的民族同胞

（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享大会的集体记

忆；另一方面，作为动态的传播实践，七十余年

来，“民族团结盟誓塔”始终调节着阿佤山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阿佤山内与阿佤山外的关系。
“民族团结盟誓塔”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它还

要对“通过中间项连接的两者起作用”，［２５］ 在场

的各民族群众经由“民族团结盟誓塔”，实现彼

此连接、现场互动及相互约束。 在“民族团结盟

誓塔”的触发和协调下，阿佤山曾经复杂的民族

关系因连接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从新中国成立后阿佤山的发展历史来看，因“民
族团结盟誓塔”而形成的民族关系新面向、新动

态显然是积极正向且不可逆转的。
“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

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

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

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２６］ 从西

南民族史来看，阿佤山各族人民早已成为中华

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与阿佤山各族人民的

关系，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但由于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阿佤人民一度对汉族

及外来民族的疑惧很大，甚至流行着这样一句

谚语，“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２７］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阿佤山各族人民再次使用

“石头”作为隐喻，以“栽石头”及“垒石成塔”的
方式“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发出“海枯石

烂，永不变心”的誓言，而作为媒介的“民族团结

盟誓塔”见证了阿佤人民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过程。
在这里，本文并非刻意夸大“民族团结盟誓

塔”作为媒介在推动阿佤人民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的作用，毕竟“媒介”的概念滥觞于西方

知识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应始于此，而
是说，“民族团结盟誓塔”案例表明，“媒介”可

以成为分析研究民族融合的一个视角。 未来，
也许应该更多关注媒介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

程中的意义和功能，寻找既往民族关系研究被

遗忘的、被忽视的媒介视角。
（二）塔以载道：“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杜威 （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 明确说过， “ 在共同

（Ｃｏｍｍｏｎ）、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传播（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
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

内；而传播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

法”。［２８］９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也指出，“为
将同胞之爱的理想变成现实，人们则需要借助

象征符号、仪式和典礼的力量……将共同体中

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２９］１９７ － １９８ 若

杜威、史密斯对于“传播”与“共同体” “民族共

同体” 关系的理解稍显宏观、抽象，则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Ｇ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的相关论

述就很通俗、直白，安德森着重强调了媒介（报
纸和小说）及其传播在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

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虽然安德森关于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３０］６的相关讨

论在国内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其

适用性和合理性遭到一些学者质疑，但是安德

森关于“媒介”及“传播”之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的相关讨论却是触人深思。 至于这一点，国内

学者的思考也有启发价值，“没有传播，想象的

共同体就没有实现的具体途径”，［３１］ 晚清报刊

“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３２］ 从

历史的物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想

象体系” ［３３］。 由此可见， “传播” 及 “媒介” 与

“共同体”及“民族共同体”之间确实存在十分紧

密的理论关联。
依循费孝通的思路，相关学者亦在“多元一

体”的研究路径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探讨。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 ５６ 个民族组成的，
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 流动交汇的有机

体”，［３４］与中华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强

调“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

命运” ［３５］。 回归本文题旨，赴京归来的拉勐、李
保在“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上介

绍了国庆一周年的盛况，讲述了他们参观北京、
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大城市的见闻，
宣传了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和新中国强大。 拉

勐和李保还在大会上宣传了普洱区 ２６ 个民族

代表剽牛盟誓的盛况，并提议：“今天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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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民族头人、进步人士和各级领导也要像普

洱一样举行剽牛盟誓仪式，每个人抬一块石头

摞在一起，以表达决心”。［３６］ 从历史深处到当下

现实，无论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垒石盟誓”，推
动阿佤人民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还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国家对各级各类文物日益重视，
“盟誓塔”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各族群众再度共

享民族团结文化符号，抑或 ２０２１ 年新建的“民
族团结盟誓塔”成功出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阿佤人民始终通过共通

的瞻仰与想象，共享共同的历史经验，这些共同

的经验的凝聚不仅使阿佤山各民族同胞之间有

了休戚相关、唇齿相依的感受与体验，也使得他

们意识到与缅甸佤邦佤族的区隔与差异。 经由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媒介化传播，阿佤人民牢

固树立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

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增进了共

同性认知，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

认同，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不仅如此，从身体力行建塔、守塔、护塔

到一心一意践行盟誓诺言、团结精神及爱国情

怀，阿佤人民凭借“民族团结盟誓塔”从身体和

心理两个维度牢牢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对塔盟誓：“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在凯瑞（Ｊａｍｅｓ Ｗ． Ｃａｒｅｙ）看来，传播大致可

以分为两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

观”。［３７］１２无论是作为“垒石成塔”建筑材料的石

头，还是作为“垒石成塔”成品的“民族团结盟誓

塔”，均为坚硬的物质，具有高大、笨重、耐久的

媒介属性，媒介性质相对稳定，其承载信息、存
储信息、传递信息的媒介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歃血盟誓”同传说、神话、史诗等相似，是人类

传播史上典型的口头传播活动，语言轻便，极具

感染性，富有号召力。 而“勒字于塔”使“民族团

结盟誓塔”具有文字传播的特征，且光彩夺目、
熠熠生辉。 “歃血盟誓” “垒石成塔” “勒字于

塔”等传播过程促使“民族团结盟誓塔”分别形

成口头传播、实物传播、文字传播等传播形态，
再经由书籍、音乐影片、互联网平台等传播媒介

推介，进而形成“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完整传播

过程。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跨媒介化传播过

程，一方面，使其成为偏向时间的媒介，阿佤山

“垒石盟誓”事件得以在时间中纵横穿越，在历

史岁月里绵延不辍，阿佤人民可借此重新捕获

已经或即将失去的时间。 另一方面，也使其成

为偏向空间的媒介，跨越地域空间，将“阿佤山

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信息内容尤其

是“团结一致跟党走”的民族团结内容传至远

方，推动“阿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
的信息、观念、思想在空间范围内广泛流布。 因

此，不管是作为记录性媒介，还是作为传输性媒

介，“民族团结盟誓塔”始终传递着“阿佤山区各

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

域文化信息，且以媒介化的方式不断记录和书

写着阿佤山的历史。
然而，“民族团结盟誓塔”隐含的传播观还

包含丰富的“仪式观”意义。 在“民族团结盟誓

塔”传播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剽牛盟

誓”，“历史上佤族部落与部落之间或部落内部

往往因某种特定原因或突发事件而进行临时性

的结盟， 因此必须举行隆重 （剽牛盟誓） 仪

式”，［３８］１８８“盟誓有特定的仪式，主要借助神灵的

力量，兼及道德约束，制订出双方或多方必须遵

守的誓约”，［３９］３７ “歃血盟誓的仪式过程伴随着

强烈的宗教色彩， 影响着仪式参与者的心

灵” ［４０］。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剽牛盟誓仪式蕴

涵着深刻的“阿佤理”，按照佤族、拉祜族的传统

和规矩，其仪式大致分为泡水酒、剽牛、喝咒水、
垒石、发毒誓等环节，而杀牲歃血的原始宗教仪

式，往往与佤族的宗教活动、占卜及巫术有着密

切的关系。 结合前述分析，献牲、祈咒、盟誓、立
塔等传播现象，构成了复杂而精细的仪式过程，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建立及形成明显充满“仪
式传播” ［４１］ 色彩。 七十余年间，时常有阿佤山

各族群众来到大草地举行纪念活动，注目瞻仰

“民族团结盟誓塔”，高声宣读盟誓誓词。 “对塔

盟誓”因此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阿佤人民

“召集在一起”，形成的“神圣典礼”使阿佤山各

族人民也紧紧凝聚在一起，进而“建构并维系一

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

为的文化世界”。［３７］１６ 新时代以来，来自五湖四

海的各族群众也纷纷来到这块草地，面对“民族

团结盟誓塔”，重温“民族团结誓词”及“盟誓塔

誓词”，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延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民族团结盟誓塔”因此存在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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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时间中，佤山盟誓也得以持续生产、维系、
修正及改造。

四、结语

“民族团结盟誓塔”是我国民族地区宝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民族关系调节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探讨的“民族团结盟

誓塔”固然与媒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聚焦

“民族团结盟誓塔”的传播议题，“民族团结盟誓

塔”又有十分丰富的传播意义。 当然，本文并非

简单地使用西方传播理论来解读中国实践，因
受媒介技术变迁及中国本土媒介实践特殊性影

响，西方的传播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民族团结

盟誓塔”案例，其中理论阐释力与理论张力并

存。 基于这样的学理讨论，能够较为全面地关

注到多元的媒介形态，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传

播实践的认识。 同时，“民族团结盟誓塔”及其

传播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其自带的媒介属性

及其传播过程亦能成为后续相关研究讨论的

起点。
现阶段，“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

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

事多这三多特点。 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

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

足”。［４２］在对云南西盟“民族团结盟誓塔”进行

传播学阐释的基础上，本文意图进一步回答“特
定类型的‘媒介’何以连接‘民族’及其传播如

何勾连民族关系”这个“元问题”。 “民族团结

盟誓塔”特定的传播实践，不仅之于特定的民族

历史事件具有记录、保存及传承功能，见证民族

关系历史的沧桑变化，其象征意义及不朽属性

在当前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也富有鲜明的现

实意义。 这样的个案探索和经验研究并非没有

推广的价值，这一点从“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传

播实践中亦可得到印证，这也是“如何走出个

案” ［４３］所提倡的。
近年来，不少传播学学者站在“功能主义”

角度，分析传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现实联系，重点讨论传播格局的发展与变化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巨大冲击，从
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等不同面向研判

传播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作

用，想要通过“传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目的。 有别于既往相对“务实”的探讨，

本文究其一点，从传播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民族

地区具体的政治物象，考察其作为一种媒介在

一个更长的时段内的动态实践过程，这对于充

分激活和有效运用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
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映照现实，“传
播”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一定

的理论启示。

注释：
①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３０ 日，本文作者之

一到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
茅区、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开展田野调查。 相关

资料根据对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

委、地方史志办公室、佤族文化研究会等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访谈整理所得，在此感谢罗中琼、钟
磊、岩玉等人接受访谈。

②参见中共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红色誓

约———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暨普洱民

族团结誓词碑建碑七十周年》，载内部资料，
２０２１ 年版；苏然编：《拉勐故事与拉勐精神》，云
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光明网：《阿佤山滇池

畔续写民族团结誓词碑》，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ｆａｎｇ． ｇｍｗ．
ｃｎ ／ ｙｎ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３４９８３３２． ｈｔｍ，发
文日期：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引用日期：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等。

③该图由本文作者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拍摄的实景图绘制而成。
④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文

作者之一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同事赴云南省临

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开展田野调查，这部分资

料由“班洪抗英纪念馆”提供。
⑤相关资料根据本文作者之一对云南省西

盟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民宗局、方志办、社
科联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访谈整理所得，在此

感谢罗中琼、陆佳柱、钟磊、苏然等人接受访谈。
至于 １９８０ 年代的盟誓塔，民间与官方说法存在

差异，本文按下不表。
⑥本文作者之一根据对西盟县佤族文化研

究会会长岩峰的访谈资料整理，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访谈。

⑦伊尼斯对媒介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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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既包括电报、电影、广播等经典媒介，也
包括口语、文字、莎草纸、黏土、石头等媒介，甚
至将金字塔、纪念碑、喇叭等承载信息的物质均

视为媒介，并在《帝国与传播》等论著中对传播

及媒介的偏向作了明确表述，传播和传播媒介

都有偏向，大体上可以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

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
相关论述可见：［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

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译者序言，等。

参考文献：
［１］罗之基等编．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

调查研究丛书·西盟县佤族卷［Ｍ］ ． 北京：民族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编著． 亲历与见

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Ｍ］ ．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黄桂枢． 思茅文物考古历史研究［Ｍ］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汉）许慎． 说文解字［Ｍ］ ．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３．
［５］（清）孙希旦． 礼记集解［Ｍ］ ． 沈啸寰，王

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６］潘祥辉． “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

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 Ｊ］ ． 新闻与传播研

究，２０１６，２３（０５）：３０ － ４６ ＋ １２６ － １２７．
［７］白娜． 佤族盟誓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品格

［Ｊ］ ．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７
（０５）：１ － ４．

［８］白描． 阿佤山誓言［Ｎ］ ． 人民日报（海外

版），２０２１ － １ － ２５．
［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盟佤族自治

县委员会编． 红色基因代代传 　 民族团结谱新

篇———西盟县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资源普查报告

［Ｍ ］ ． 西 盟 佤 族 自 治 县 文 史 资 料 （ 第 七

辑），２０２２．
［１０］西盟佤族自治县文化馆编著． 西盟佤

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Ｍ］ ． 昆明：云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普洱县委员会

编． 民族团结誓词碑史料［Ｍ］ ． 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 ［加］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第三版）［Ｍ］ ．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３］［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

人的延伸（５５ 周年增订本） ［Ｍ］ ． 何道宽，译． 南
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４］ ［法］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

［Ｍ］ ． 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１５］刘祚臣． 古塔史话（中国史话·物化历

史系 列 ） ［ Ｍ ］ ． 北 京：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２．
［１６］［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媒

介即存有［Ｍ］ ． 邓建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０．
［１７］郑承铨． 说文解字叙讲疏［Ｍ］ ． 上海：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１８］ 赵建国． 实体传播与传播分类探讨

［Ｊ］ ．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０９，１６ （０４）：９２ － ９６
＋ １１０．

［１９］［美］巫鸿． 谷文达《碑林 － 唐诗后著》
的“纪念碑性”和“反纪念碑性”［ Ｊ］ ． 中国艺术，
２０１０（０１）：２４ － ２７．

［２０］［美］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

结构与功能［Ｍ］ ．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１］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

的老支书们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唱响

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 Ｊ］ ． 云岭先锋，
２０２１（０９）：４．

［２２］李沁． 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

文明特征 ［ Ｊ］ ． 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５，３７ （０５ ）：６
－ ２２．

［２３］思茅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民族团

结的丰碑［Ｍ］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４］ ［法］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

［Ｍ］ ． 黄春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５］黄旦． 理解媒介的威力———重识媒介

与历史［ Ｊ］ ．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２ （０１）：１４２ － １４８
＋ １８０．

［２６］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Ｊ］ ．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
（０４）：３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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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普洱发布． 绿色发展看普洱丨栉风沐

雨 ７０ 余载 　 这座丰碑熠熠生辉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８） ［２０２４ － １１ － 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ｏＭｅＳｍＥｐＶｉＺＰ９ｉ６ｌＶＲｆｄ９Ｉｇ．

［２８］ ［美］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Ｍ］ ． 王承绪，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 ［英］安东尼·Ｄ． 史密斯． 民族认同

［Ｍ］ ． 王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０］［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

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增订版）
［Ｍ］ ．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１］郭建斌，苏涛． “民族”与“传播”：一种

概念层面的辨析 ［ Ｊ］ ． 新闻界，２０２１ （０９ ）：１４
－ ２５．

［３２］姜红．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

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Ｊ］ ． 安徽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５（０１）：１３６ － １４４．

［３３］郭淼，檀晓涓，赵永波． 基于物质的传

承与想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媒介

学审思 ［ Ｊ］ ． 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２３，４４ （０１）：３９
－ ４５．

［３４］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

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Ｊ］ ． 民族研究，２０１８（０１）：１
－ ８ ＋ １２３．

［３５］严庆． 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 Ｊ］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２０１７，３８（０３）：４６ － ５０．
［３６］今日民族． “活着的”纪念碑：民族团结

誓词碑之后的故事［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１）
［２０２４ － １１ － 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ＹＺＦ３ＺｔＣＷＢｇｄｄｓｈＬｅｔｖｙＡ１ｗ．

［３７］［美］詹姆斯·Ｗ．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

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Ｍ］ ． 丁未，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３８］周本贞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
佤族卷［Ｍ］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９］田兆元． 盟誓史［Ｍ］ ． 南宁：广西民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０］张泽洪． 论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宗教文

化内涵［Ｊ］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３，３３（０２）：１３ － １９．
［４１］郭建斌，程悦． “传播”与“仪式”：基于

研究经验和理论的辨析［ 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０，２７（１１）：２１ － ３６ ＋ １２６．

［４２］何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
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 Ｊ］ ．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３
（０１）：５ － １４．

［４３］卢晖临，李雪．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

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０１）：１１８ － １３０ ＋ ２０７ － ２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１　 责任编辑：贾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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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ｗｅｒ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Ｇｕｏ Ｊｉａｎｂｉｎ１， Ｎｉａｎ Ｐｅｎｇｆａ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６，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１１， １０７ － １１７， ２０２４ （ＣＮ５１ － １７３１ ／ 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 － ９３９１． ２０２４． １１． ０１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Ｏａｔｈ Ｔ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ｉｎ Ｘｉｍｅｎｇ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 １９５１．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ｔ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ｓｌａ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
ｔｙ Ｏａｔｈ Ｔ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Ｏａｔｈ Ｔｏｗｅｒ” ａｓ ａ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ｖｅｒ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ａ⁃
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ａｔｈ Ｔｏｗｅｒ” ａｓ ｂ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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